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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是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自 2018 年出版《孫應

時的學宦生涯》後，第二本以南宋中下階層士人為中心的專著。

傳統中國史研究多側重權臣名宦，較少關注作為官僚主體的中下

階層士人。黃先生近來研究則嘗試補上此塊空缺，先在《孫應時

的學宦生涯》一書中，探討親近理學的中下階層士人如何因應南

宋中晚期的政治環境變化。 1本書同樣緊扣政局脈絡，但關注的是

南 宋 地 域 社 會 發 展 議 題 。 這 也 是 黃 先 生 致 力 南 宋 史 研 究 五 十 餘

年，涵蓋南宋政治史、社會史等多元的研究領域，就南宋地方武

力、家族史兩類研究中最關心的議題之一。 2本書聚焦曾在家鄉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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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發動大規模賑濟活動，又頻繁給予執政者建議的南宋鄉居士人

劉宰（1165-1239），試圖從空間—鎮江作為南宋江防重鎮等地理特

質，以及時間—南宋中晚期政局變化兩個角度，既討論劉宰個

人對於國家、家鄉發展的理想，以及因應而起的行動；更延伸探

討鎮江，乃至南宋地方上以鄉居士人為樞紐的官民關係，以及區

域環境對士人舉業發展、地方建設的影響，最終回應長久以來有

關「南宋士人精英地方化」的討論。  
全書共分九章，另附一文探討劉宰文集中的書信、傳記之史

料 價 值 與 利 用 方 式 。 首 章 聚 焦 北 宋 覆 滅 ， 南 宋 立 國 的 形 勢 轉 換

下，鎮江如何躍升為戰略重鎮、轉運樞紐，並說明當地的政治體

制 ， 以 及 漕 運 建 設 造 成 的 民 生 問 題 ， 以 提 供 理 解 本 書 論 述 的 框

架 。 依 作 者 之 見 ，1141 年 宋 金 簽 訂 和 議 後 ， 宋 廷 遵 守 國 境 沿 線

（極邊）—兩淮不駐軍的原則，著重發展長江防務，位居長江

南岸的鎮江屯有重兵。又鎮江作為長江與江南運河的匯聚點，能

藉水運交換首都臨安與帝國他處的物資與人流，故成為南宋在國

防、經濟上的門戶，卻也面臨戰亂與軍事動員對社會穩定性的影

響，以及漕運建設與農業發展間的兩難。在政治體制方面，為因

應緊急軍情，淮東總領所籌措鎮江境內大軍的軍費與米糧，並由

主管民政的知鎮江府向基層徵收，更加重當地百姓的負擔。  
第 二 、 三 章 討 論 劉 宰 的 家 世 背 景 ， 以 及 從 舉 業 到 鄉 居 的 過

程。當中可見劉宰父親鄉試中舉卻難更上層樓，於是將希望寄託

其子。但他們的境遇大多坎坷，故由劉宰擔負家族的仕途發展、

經濟重任。紹熙元年（1190）進士中舉後，劉宰於州縣任基層官員

十多年。作者除說明其政績外，也著重論述劉宰的人際關係，特

別是其憑藉岳父梁季珌 （1143-1208）在朝為官的身份，認識了衛涇

（1159-1226）、 錢 象 祖 （1145-1211） 等 高 官 ， 拓 展 人 脈 。 但 開 禧 年 間

（1205-1207）以來的政治動盪中，衛、錢二人於嘉定元年（1208）以

宰執之身遭罷，以及岳父的過世，皆使劉宰失去依靠，在疾病的

困擾下最終回歸鄉里。  
 

方武力與鄉里社會研究的關係，參見頁9-1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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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、五章探討劉宰居鄉之際投身的地方活動，及其如何向

官員反應民意。作者在此配合南宋中晚期內外環境的變化，聚焦

劉宰發起的三次賑濟行動，尤其是當中的官民角色。劉宰既以進

士 出 身 ， 保 持 與 各 級 官 員 的 聯 繫 ， 作 為 鄉 紳 又 能 與 鎮 江 鄉 親 互

動，故可結合兩者力量，加上自身在組織規劃、管理上的才能，

完成賑濟。此外，劉宰也透過書寫傳記、跋文，參與了南宋中晚

期和戰局勢變化下，鎮江人士塑造高宗 （1107-1187，1127-1162 在 位 ）

朝太學生陳東 （1086-1127）為當地鄉賢，提倡愛國以凝聚鄉里意識

的行動，並扮演重要人物。劉宰鄉居之際，也多次向官府反應鎮

江作為邊防重鎮，為因應戰事導致百姓背負了龐大的賦稅與力役

壓力。作者認為上述作為皆顯現劉宰對家鄉的關懷，以及鎮江與

國家整體發展的緊密關係。  
第六、七章探討劉宰對於國政的議論，與朝廷兩次延攬其入

朝時的因應作為。作者首先指出，無論是開禧、嘉定 （1208-1224）

任官之際，又或居鄉之時，劉宰皆持續與當朝高官通信並提出建

言。為官之際的劉宰因適逢宋金和戰局勢變化，與相應的執政者

更替，其意見多未受朝廷採納。理宗寶慶元年（1225）與端平元年

（1234）朝廷兩次因執政者變動，試圖穩定政局而招攬名賢任官，

鄉 居 的 劉 宰 也 在 其 列 。 此 時 的 他 藉 著 與 朝 廷 官 員 書 信 往 返 的 機

會，既曾委婉勸諫權相史彌遠 （1164-1233）引退，也希冀主政者不

要為了平定李全 （?-1231） 之亂與發動北伐，忽視江淮民生凋敝，

國力未豐的現況，造成百姓更多傷害。此論在作者看來，也因劉

宰出身作為邊區的鎮江而起。之後作者回顧劉宰面對朝廷徵召，

多次致信婉拒的過程，指出其因居鄉的表現與名望受召，可見召

賢行動具有嚴謹性，並非全靠人際關係。但在受召者與朝廷互動

的過程中，居中聯絡者仍扮演重要角色。而劉宰拒絕朝廷徵召一

事，則實際透露他與執政者間的親疏關係，以及對時政的態度。  
第八、九章總結全書。第八章藉由劉宰文集中收錄的各類人

物 傳 記 ， 從 科 考 仕 進 的 角 度 分 析 鎮 江 家 族 發 展 的 特 色 。 作 者 指

出，相較四明地區，鎮江並未出現累世中舉的家族，出仕者也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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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淮南沿邊地區任職，這是因為淮南鄰近鎮江，任職於此能讓他

們就近照顧家族、親近家鄉，並不會如閩浙士人般，至此任職有

貶謫之感。其次，鎮江當地家族皆致力教育子弟參與科考，但成

績仍不如四明地區，因此通過鄉舉或入太學就讀，便被當地視為

教學有成，標準與四明一地要考中進士不同。  
第九章作者結合前人，特別是歐美研究，以「區域差異」與

「 基 層 共 相 」 兩 個 面 向 統 整 全 書 內 容 ， 指 出 南 宋 士 人 多 關 懷 鄉

里，但因各區域環境、資源差異，導致推行方式與成效有別。在

「區域差異」一節中，作者比較鎮江與四明，指出緊鄰戰區與否

影 響 了 社 會 的 穩 定 性 ， 使 得 鎮 江 的 舉 業 發 展 較 差 ， 且 兩 者 在 社

會、文化活動上也分別有追求「實用性」與「理想性」的不同。

這顯示討論南宋地方社會發展時，可更細緻地分析區域差異。其

次，作者跳脫「南宋士人精英地方化」論爭以來，國家、社會二

元 對 立 的 論 述 模 式 ， 藉 由 劉 宰 鄉 居 鎮 江 之 例 ， 提 出 官 府 所 屬 的

「政治力」，與士人代表的「社會力」之間相互合作與折衝，共同

影響地方社會的發展，形成南宋「基層共相」的觀點。依作者之

見，官府具有地方事務的決定權，回歸鄉里的官員則扮演官、民

間的協調角色，組織地方人士推動各項官府因財力不足而難以進

行的建設。因此朝廷實際上鼓勵士人參與地方事務以協助統治，

徵召劉宰入朝便為宣傳此意。  
書末尚附錄一文探討劉宰文集，與其所著《京口耆舊傳》一

書中，書信、傳記等史料的價值，並勾勒劉宰一生各時期的人際

網絡，及這些人物在其筆下各文體中的形象。從中既可輔助讀者

理解本書，也藉由事例說明，若能細緻掌握文獻內容，則可補充

數位人文方法上，藉由數據從宏觀角度考察歷史的不足。  
綜觀全書，作者由劉宰個人研究切入，卻未淪於純然的考證

與敘述人物生平，而是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，試圖以實證研究，

回應「南宋精英地方化」的學術議題。此議題自美國學者郝若貝

（Robert Hartwell）、韓明士（Robert Hymes）闡發以來，核心論

點在於相比北宋，南宋政權於地方社會的統治力量轉弱，相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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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士人將關注焦點轉向地方社會，參與地方建設以鞏固其在地影

響力。 3本書則著重鎮江邊防重鎮的社會特質，闡發劉宰「家國一

體」的價值觀，以及說明地方社會的運作仰賴官府的政治力／士

人、豪強社會力的合作與協調，破除前述長期以來南宋國家、社

會 二 元 對 立 的 論 述 框 架 。 在 作 者 筆 下 ， 特 別 是 「 連 結 家 國 」 一

章，便可見無論是劉宰對鄉賢陳東形象的塑造，又或是為了賦稅

等問題向官府反應民情，皆源於鎮江作為邊防重鎮，為備戰、應

戰帶來的社會壓力，在此地方性與全國性事務的差異或許更不明

顯，實為一體兩面。  
從研究劉宰，闡發南宋地方社會政治力、社會力合作、協調

之說，為作者重要的創見。而且在本書的相關段落中，可見其如

何細緻緊扣南宋政局變遷，展開論述。劉子健在 1979 年首次公開

的文章〈劉宰和賑饑〉中，便注意到劉宰開創的賑饑活動規模在

世界史上少有，並視劉宰為南宋時新出現，以私人力量投入社會

福 利 活 動 的 鄉 紳 類 型 代 表 。 不 過 ， 劉 子 健 雖 也 分 析 了 劉 宰 的 政

見、人際關係，以及開辦賑濟活動的過程，但核心的關懷是組織

問題，試圖從儒家思想重視人與人的關係，而非團體的角度，解

釋南宋士人的地方救濟活動無法組織化、常態化的現象，並批判

南宋政府推諉責任，又害怕權力受地方士人侵蝕，而在救濟活動

上缺少作為。4 
本書作者則在劉子健的基礎上，更關注人際網絡的影響力，

即劉宰如何作為中介，與各級官員，以及在地的士人、鄉親建立

關係，推動包括賑濟的地方事業與建設。相較劉子健的文章，本

書特別突出戰爭威脅下，國防與災害救助的資源相互排擠，如何

影響劉宰賑濟行動中的官民角色，並明確描繪了官府所面臨的困

境。在第四章結尾，作者說明嘉定二年的第一次賑濟是宋金兩國

 
3 對於此議題發展較完整的學術回顧，參見王錦萍，〈近二十年來中古社會史研究的

回顧與展望〉，收入鄧小南、方誠峰主編，《宋史研究諸層面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

版社，2020），頁106-120。  
4 劉子健，〈劉宰和賑饑〉，收入劉子健，《兩宋史研究彙編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

公司，1987），頁307-35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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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由戰轉和的情勢下，朝廷為穩定地方社會，發起救濟行動的

一環，官方角色吃重；第二次嘉定十七年到紹定元年的賑饑，南

宋面臨與金、蒙複雜的外交關係，以及李全的潛在威脅，在備戰

的情況下官府自然難以支應，使得民間力量成為本次行動主流。

上述論述因為考量了時間因素、內外情勢的變化，更能持平、全

面地呈現地方社會中的官民角色，作者也因此可順勢在結尾闡發

南宋地方治理仰賴政治力、社會力協調之說。  
本書能突破國家、社會論述的二元框架，呈現南宋中晚期政

局發展下，鎮江邊區社會的特質，以及劉宰作為中介，聯合官民

推動地方事業的發展過程，實仰賴作者為劉宰文集中的各類書信

定年、考證，讓時間脈絡更為清晰，再加上細緻的史料分析，這

同為本書特色。如第六章作者注意到劉宰對於朝中重臣，以及個

人親友，在書信中探討政治議題時的態度不盡相同；附錄文更以

一節說明王遂 （1184-1250）與劉宰的書信現存不多，但比對文集內

他處可知，其實為劉宰的重要友人，扮演鄉居的劉宰與朝廷間溝

通的橋梁。這些細節都是能更精確重構歷史圖像的關鍵，特別是

書信資料乃過往宋代士人社會網絡研究的主要材料，王遂的例子

體現了掌握各式資料、細緻分析內容的重要性。  
本書的學術貢獻不僅在於細膩的史料分析，以及破除刻板的

論述模式，更引發若干可進一步探討的議題，尤其是作者指出了

鎮江既是轉運樞紐，又為沿江邊防重鎮，面臨戰爭威脅導致的地

域社會特質，以及士人對國家與鄉里的認同，引領後續研究者可

進一步思考南宋地域社會的多元樣態。以下便嘗試在地域尺度上

由小到大，議題性質從具體到抽象，指出本書啟發，可延伸討論

的課題。  
首先是鎮江作為南宋轉運樞紐的角色，對劉宰等鎮江士人的

人生有何影響？鎮江的政治、經濟地理特質如何影響劉宰，乃至

當地士人的發展是本書重點。作者更多次說明作為江防重鎮的鎮

江 面 臨 龐 大 的 軍 事 、 經 濟 壓 力 ， 使 得 劉 宰 極 為 關 注 當 地 民 生 問

題，而多次向州縣與臨安的官員反應，甚至發起賑濟行動；連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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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士 人 的 仕 途 發 展 ， 以 及 倡 議 的 文 化 、 社 會 活 動 性 質 也 受 此 影

響。然而，作者在第一章也提及，鎮江是江南運河與長江間的轉

運樞紐，匯集往來人流與物資，使得當地商業蓬勃發展。鎮江此

一特質，對於劉宰，乃至當地士人價值觀、仕途的影響似乎在本

書中討論較少，最明顯的是頁 279談到鎮江交通樞紐的地位，讓劉

宰在地方上的貢獻能更容易轉化成全國性聲望，而受朝廷重視。

作者對此討論較少，或許是受限於相比商業、交通樞紐的影響，

從劉宰筆下更能直觀感受到其家鄉的戰區特質。不過，這是否也

跟頁 6 作者所提，劉宰的家鄉—金壇雖屬鎮江府，但相比府治所

在 的 丹 徙 、 運 河 沿 線 的 丹 陽 ， 位 置 較 為 偏 僻 ， 當 地 商 業 較 弱 有

關？換言之，不僅如第九章中，作者對施堅雅 （G. W. Skinner, 1925-

2008）以來，學者將江南與沿海地區皆視為舉業成功區，但長江南

岸發展在其中仍有差異的反思。更微觀的一府之內，不同的地理

環境影響下，士人的生活感受、關懷的事務便有所不同？  
第二，邊區共享的社會特質與潛在的地域認同。在頁 59 與其

後多處，作者多次推論淮南與鎮江地理相連，共構南宋國防線，

兩地「唇齒相依的一體感」讓鎮江士人不排斥到淮南任職。對於

此種意識，作者雖未用實例多所論證，卻提供後續的研究者思考

南宋「極邊」—兩淮，與「近邊」—長江南岸出身的士人，

是否因為同屬邊區，導致其思維、行動模式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

性，甚至發展出地域認同。這也讓研究者可再探究，所謂的「鄉

里意識」，其範圍是否不等同於行政區劃上的縣、府與路，而受到

其他因素影響；南宋士人劃分帝國境內區域的方法與意識又有哪

些可能。  
第三，不僅是區域間的地域意識，士人眼中朝廷與地方間的

關係也值得關注，這便牽涉本書所談的「家國理念」。作者雖未明

確定義該詞語，但綜觀全書應指驅使劉宰建設地方、關懷國政的

動機與價值觀。在本書第六章的討論中，可見理宗朝劉宰鄉居期

間，其向朝廷上書反應的議題，大多圍繞在平定李全之亂與北伐

對鎮江民生的破壞，凸顯劉宰聯絡朝廷的動機與鎮江的邊區特質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   第 75 期 - 236 - 

頗有關聯。在第五章作者也提及劉宰等鎮江士人身居邊防重鎮，

對 於 時 局 特 別 敏 感 ， 因 此 藉 由 形 塑 陳 東 的 愛 國 形 象 凝 聚 鄉 里 意

識。這顯示戰爭的威脅拉近了鎮江等邊區的士人對於朝廷，乃至

整個帝國的互動與認同，形成「家國一體」的行動理念。然而，

對於極邊、近邊地區以外的鄉居士人，其「家國一體」意識的程

度是否同上所述；如此意識的發展，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，皆

是後續研究可再處理的課題。5 
由以上三點討論，可見本書創造了南宋地域社會研究更多的

可 能 性 ， 讓 後 續 的 研 究 者 可 深 入 挖 掘 。 不 過 ， 本 書 縱 然 體 大 思

精，仍有少數可再商榷之處。如部分評論指出，作者以進士數量

多寡為重要論據，呈現沿江地區的舉業成績不如沿海地區，並從

社會環境的穩定性解釋。但檢視頁 260-261 的登科統計表，可見諸

多沿江府州的進士數額在南宋時大量提升，沿海府州如建州也有

明顯下降，現象頗為複雜，故可再納入各府州人口數，與相應的

解額數等其他數據，以更細緻討論沿海、沿江地區的舉業發展。6在筆

者看來，於進士人數外，加上人口數等其他數據一同討論，確實可讓作

者對沿江地區舉業乃至社會發展的分析更為切實。至於沿江府州在進士

數量上的內部差異問題，作者在頁 259 便曾提及，並認為值得進一

步釐清、探討。此處行文看似要向下申論，不過在指出沿江各府

州中舉人數無法與其經貿發達程度相應，建議可從政經因素以外

 
5 潘仕奇指出本書對劉宰，乃至南宋基層士人的「國」、「國家」概念未清楚說明。

書中呈現的劉宰，似乎談國政常圍繞其對地方民生的影響，顯得自身的「國」理

念立足於地方社會的發展，如同士人觀念「地方化」的表現。潘仕奇，〈黃寬重

《居鄉懷國：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》評述〉，《新宋學》，1（上

海，2024.10），頁318-319。筆者則在此議題上，提出區域特質的差異或影響基層士

人對朝廷的認同，帝國內並非均質。可說，本書對家國理念的討論，引發了讀者

們對南宋基層士人的國家概念，及其背後可能的地域差異等議題的研究興趣，值

得後續探究。  
6 參見帥克，〈引領新題與修正陳說—黃寬重《居鄉懷國：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

國理念與實踐》〉，收入包偉民、劉後濱主編，《唐宋歷史評論》，第 14 輯（北京：

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24），頁 392；嚴興，〈黃寬重《居鄉懷國：南宋鄉居士人

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》讀後〉，收入包偉民、劉後濱主編，《唐宋歷史評論》，第

14輯，頁39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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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角度探究後，未做進一步分析。箇中原因應在於頁 261 指出目前

學 界 缺 乏 對 路 、 州 、 府 等 區 域 社 會 的 研 究 ， 而 難 以 進 行 全 面 比

較。這則是後續研究可再著力之處。  
又就作者以鎮江／明州作為沿江／沿海地域代表，比較其社

會發展而言，頁 254 與 263 提及從劉宰所作墓誌看來，鎮江士人因

為舉業不易，通過鄉舉或進入太學便被當地社會視為教育成功的

象徵，而登科表現較佳的四明地區則以進士視為起家，兩者標準

不同。然而，作者對劉宰所作傳記人物的分析，似乎僅見鎮江士

人進士出身者少，以通過鄉舉、入太學者為多的「客觀事實」。墓

誌中無論是劉宰本人，或其筆下的鎮江社會，是否具有視通過鄉

舉、進入太學為「教育成功」的「主觀意識」，則在作者的討論中

似沒那麼明顯。這部分也可再進一步補充說明，增強論據。綜合

以上指出的兩點，作者提出的沿海、沿江地域社會發展議題，或

能於論據上再調整與深化，開啟後續討論。總而言之，本書論旨

宏大，又有細緻的史料分析支持，進一步破除了傳統南宋精英地

方化議題的討論中，國家、地域社會二元對立的論述框架。又書

中鎮江作為沿江邊區社會的論述，能引發更多對南宋鄉居士人處

境、地域意識，以及朝廷與地方關係的討論，在認識南宋地域社

會多元樣態此一面向上具有開創性。研究方法方面，身處 AI 等各

式數位工具發展突飛猛進，歷史學者也重視大數據研究的時代，

作者藉由本書展現了傳統史料分析方法上，注意細節、細緻詮釋

對於建構歷史論述的重要性。未來歷史研究者的挑戰在於，如何

藉由數位工具縮短研究時間，發展新課題，但又能保持歷史學重

視複雜人、事、物互動的學科特質，以免落入粗略論述。兼顧傳

統與現代研究方法的優點，推動歷史學的發展，這應是作者在本

書背後所要提醒的。  
 

 

（責任編輯：梁詠誠 校對：劉冠宏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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